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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为阅读/研究王瑶的

学术序列又添新丁。全书主要围绕王瑶其人

其学展开，但也以透视的方式灌注了对于现

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若干重大议题的追问与反

思，堪称一部以典型学人为个案的见微知著

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论”。

首先，以王瑶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典

型个案”，与他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的

纽带位置密切相关。无论是上承鲁迅、陈寅恪

与朱自清等前辈学人的精神气象与思想资

源，还是下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几

代学者的学术路向与现实关怀，更不必说他

与同侪——无论“清华同学”还是“北大（中

文）四老”——之间的互动与交响，都使得王

瑶成为后来者在面对与理解20世纪中国学

术的全局与深度时不容回避的核心对象。这

就为一代又一代学人反复阅读/研究王瑶提

供了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与后劲。

其次，除去王瑶其人其学的丰富义涵及

其之于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以外，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堪称一部“学术史论”

还与编者陈平原的着力经营有关。事实上，深

具历史感与学术史眼光的王瑶诸弟子在当初

撰写追怀文章时便并未止步于追忆与怀念，

而是从一开始就为阅读/研究王瑶打上了鲜

明的学术烙印。陈平原正是其中十分自觉地

将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来看待与论述的一

位。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他更是将这

一思路与姿态贯穿全书，提出应当让“感情逐

渐让位于理性”，使阅读/研究王瑶“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

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

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

他看来，“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也

是史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责任。《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便是陈平

原这一努力的结果。

陈平原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基调是“史著凸显，随

笔淡出”。全书分为五辑。一、二两辑均为论文，辑一主要讨论王瑶

其学，辑二侧重论述王瑶其人。这两辑超过了全书的泰半篇幅，是

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辑一中，解志熙综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

与风格，高恒文考察《中古文学史论》的著述体例与历史意识，张丽

华追踪王瑶与“清华学风”的内在关联，孙晓忠勾稽《中国新文学史

稿》写作的学术与政治，张梦阳总结王瑶的鲁迅研究的文化追求，

姜涛清理与提炼王瑶晚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相关论

述，凡此皆属有的放矢的用心之作，基本覆盖了王瑶一生为学的主

要方面与方向，不仅每篇均有条例、系统，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参照、

补充。在辑二中，孙玉石全面评价王瑶为人——“胆欲大而心欲小，

知欲圆而行欲方”，姜涛辨析“一二·九”运动与王瑶学术起点的深

层关系，谢泳辑录王瑶1956年山西之行的旧事与佚文《关于学习

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钱理群将王瑶自1952年至“文革”

结束期间的“检讨书”引入讨论视野，陈平原展现王瑶晚年“学者”、

“师者”与“长者”三重身份的辩证，并且尤其关注“学术史视野中的

王瑶先生”这一命题的生成，如是研究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均

能由“学”及“人”，探究作为“历史中人”的王瑶在具体情境中的进

退得失，进而揭橥一份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三系随笔，作者孙玉石、刘增杰、王

得后、段宝林、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温儒敏与陈平原依次为王瑶

在“文革”之前与其后培养的弟子。值得一提的是，孙玉石等人都已

不是首次撰文纪念王瑶，此次收录的文章皆系他们在王瑶百年诞

辰前后的新作。而彼时距离王瑶去世，已有25年的时光，所以在他

们笔下，学术判断的意味已经明显超过情感投射的成分，即便“志

言志行”，也不只是为了“立此存照”，更多关注的乃是其中通透的

“学术智慧”与“精神魅力”。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王瑶诸弟子在25

年间不断同王瑶展开对话与互动，本身即已构成学术史上的一道

“风景”：自其表言之，王瑶不断为他们提供学术、思想与精神资源，

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经典”；自其里言之，1980年代以降的

学术风云与时代冷暖也熔铸其间，有待有心人的体悟与召唤。

辑三固然精彩，但陈平原在编辑时却有意将其压后，这与他的

“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思路直接相关。如果对比王瑶百年诞辰之

际出版的《阅读王瑶》（孙玉石、钱理群编）一书，则陈平原的用心更

可得见。《阅读王瑶》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为人但有真性情”收录了

王瑶去世以来的若干纪念文章，旨在“怀人”；下辑“治学犹能通古

今”收录了同一时期研究王瑶学术的重要论文，意在“论学”。不难

发现，《阅读王瑶》的编辑仍然是“纪念文集”式的，而《王瑶与现代

中国学术》却不同。陈平原希望以此提醒读者：《王瑶与现代中国学

术》是一部“学术史论”，尽管其中的追怀色彩依然浓重。他表示：

“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

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四为“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

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与当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

人物特稿《“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作者彭苏）。辑五是由王

瑶家人提供的两份王瑶在“文革”期间写作的“检讨书”以及王瑶的

女儿王超冰据此完成的长篇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

例》。此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之作，而是完全将“父亲王瑶”作

为历史人物加以考察，甚至不乏冷峻的逼视与拷问。这无疑恰与陈

平原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论述策略与追求异曲同工。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凸显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的面向

时，自然也就得出了若干与学界此前阅读/研究王瑶时有所不同

的“新见”。举其大端，大略有二。一是对于《中古文学史论》的评

价明显高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

作，《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不仅有陈平原、高恒文与张丽华关

于《中古文学史论》的精彩专论，而且在解志熙等人的文章中也都

涉及了相关话题，带入的问题意识与打开的问题空间都相当丰富，

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现代文学著作的论述则既篇幅

有限，也推进不大。二是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视野

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被明显弱化，几乎只有极少笔墨在致

力思考王瑶的“学科史意义”，学界此前在谈论王瑶时作为某种思

想前提的学科界限被彻底突破，由“学术史视野”取而代之，当然，

这或许也与樊骏、黄修己、温儒敏与高远东等人已就王瑶的学科

史贡献做出过大量经典论断而“剩义无多”有关。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还记录了不同代际的阅读/研究者

自身学术范式的更替。如果说在王瑶的弟子一辈中，大都认为王

瑶的主要张力与核心困境在于学术与政治的歧途的话——这一

判断集中体现在与王瑶弟子年龄相仿的夏中义的论述中（参见

收录于《阅读王瑶》的夏文《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

书》），更为年轻一代的学人则在尝试重新将学术与政治整合成

为一种新的整体性的观照视野，所以他们对于王瑶的阐释也就

异于前说。不同的学术范式发现了王瑶的不同面向，而丰富并且

充满内在紧张的王瑶也反过来提醒他的阅读/研究者：任何学术

观，甚至世界观都应当被历史地认识与理解，而真正的学术史必

须能够承担历史，同时面向未来继续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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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身处于某个时代中的个体，并不一定因为他的

亲历性就必然获得了对于时代的清晰认知，这就如同行走

在山间道路上的旅客，沿途景色风物目不暇给，却并不能

让他全部掌握峰峦叠嶂的全貌。他惟有登上高峰，让眼

光像飞鸟一样飘飞远举，方能纵览山河，看清大地的全

景。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一样，只有以思想的洞察

力和精神的涵盖力作为支撑，才有可能统摄全局，而不至

于陷溺在支离破碎的经验迷障或者游离在偏执的观念之

中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

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史诗般的演进召唤着文学的史诗般

书写，而认识新现实、书写新史诗、塑造新人物并非易事，

惟有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宏阔深入的分析乃至艰苦卓

绝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灵魂交战才有可能朝这个理

想目标迈进。

新现实：时代的多重褶皱

理解与认识我们时代的新现实，是任何一个试图书写

时代者的前提。毫无疑问，现实并非透明的镜子，而是多重

褶皱的重叠，它一方面区别于个人身经所历的片段“真实”，

另一方面也不是主观心理的虚构，而是凝聚在书写者与时

代的意向性结构与关系之中，因为它的描摹、批判与规划的

多重指向性而成为一种文学的意向性现实。

如果从体验与感受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新时代经

验到的现实划分为三种。其一是身体现实，这是所谓的直

接经验，即个人的眼耳鼻舌肉体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域的所

感所知。因为其无可比拟的互动性和切肤性，而成为一切

创作的基础。但其优长也是其局限，就是囿于个体化的限

度而难以具有超越性。

其二是闻知现实，也即间接经验，来自于每个人所受到

的教育、所接受的信息和所服膺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主

观现实，却往往具有比身体经验更为强大的力量，比如文化

教育所形成的认识范型、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定见、压倒性的

信息流播，它们合力会形成一个人对于社会与时代认识的

顽固的前理解话语，要突破这种前见需要从根深蒂固、泥沙

俱下的话语之中进行深刻有时候甚至是撕心裂肺的辨析与

扬弃。

其三是增强现实，这是我们时代新兴的虚拟经验。如

果说身体现实和闻知现实在文学史上是一开始就具有的情

形，虚拟现实则是在新媒体技术手段和景观社会语境中的

独特现象。所谓增强现实就是文本与符号突入到生活之

中，并且让自己成为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真假

莫辨，或者说真实与虚假的逻辑在这种鲍德里亚所谓的“超

真实”拟像文化中已经消弭了。尤其是在网络遍及日常生

活无远弗届的角落之后，现实已经日益转向“后事实”或者

说“后真相”的图景。

这三重现实交织在一起，现实融合了。面对个体经验

的有限性，碎片化经验与信息的局限性，总体性思维还有

无可能，如何才能立体、全面而又深刻地描绘时代的风

貌、探明时代精神之所在？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

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名目之下林林总总的文学探

索，无论其形式、手法和风格取向如何，其实最终都指向

一个“无边的现实”。如今我们面对的多重现实，文学如

果要创造出当代的意向性现实，那么可能需要认清现实

的深度模式向平面模式的转化：对应于表象世界的万千

呈现形态，精神的内在、灵魂的幽暗与心理的深层，一向

是现代文学孜孜以求的“本质”，这在今日依然有效，因为

曾经的现实还在；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在这种二元式思维

之外，开掘出虚拟现实层面的二元合一、即目会心，所见

即所得，表象即本质，那就有待适应于此种现实内容的新

的形式。

新史诗：从个体到共同体

发明新的书写形式，是新史诗的内在要求。从文学生

态而言，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旧有的文学形式依然生发出

巨大的能量，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已然来临，这个经过了

现代性洗礼的时代让古典的史诗世界瓦解，人与世界之间

的和谐合一状态被打破，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伊利亚特》

《奥德赛》到《尼伯龙根之歌》《卡勒瓦拉》这些古典史诗或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被重新整合的史诗如今只能作为文学遗

产，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

更多只是在某个特定区域、特定族群还具有“活的传统”的

意味，却无法对当代生活发言了。

当小说成为现代史诗之后，19世纪、20世纪现实主义

小说确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具有史诗风格的摹仿与表现形

式。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也曾出现了革命英雄史诗

的成功范本，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中，那种既有的语

法失效了，虽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各种媒体表述中看到对于

某个具有宏大野心作品的史诗评价，但无论是新历史主义

还是新写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影响下的先锋写

作，都往往聚焦于家族命运、个人经历与大历史之间的比

照、参合与互动，难以承担起史诗的重负。其根本原因在

于，一种个人主义和个体化倾向在写作观念中日益占据主

导地位。

因为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

运。史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而

是一种类、群、集体的存在。这种集群性的主体重新将现代

社会中分裂了的个人与社会通过想象与书写绾合在一起，

塑造出一种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之中，个人不是孤立的、

原子化的存在，而总是与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社会、宏观的

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个体中见出总体，也只有在总体中

才能认识个人，它们的命运整合纠结在一起。扩而言之，史

诗指向于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代呼唤着总结过往、瞻望未来

的新史诗，其核心在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塑。文学如果

要想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就应当承

担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

蓬勃迈向未来的责任，认识到超越既有文学书写规范的艰

难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召唤、打造一种关乎国家认同、文化

认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我们曾经在赵树理、柳青的作品中看到社会主义初期

建设与实践中创业的艰辛以及社会主义新人的强大主体意

识与新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曾经在路遥的小说中看到

新时期农民奋发图强的强力意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

作品都带有古典主义史诗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探索路径中，有过迂回曲折的成就与教训，留下

丰富的书写题材，为新史诗的写作提供了深厚的资源。

以晚近40年来最为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

增强为例，经济学家梳理出多次危机，涉及到外资外债的

背景和“三农”的应对，都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

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向“三农”转

嫁，城市的产业资本实现“软着陆”。政府认识到“三农”

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

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

“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

危机，实现了“软着陆”。“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

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

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

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

发的内部乱象和外部地缘政治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

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

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

选择。这才是新时代扣人心弦又惊心动魄的史诗，既关乎

国家的兴衰存亡，更关系着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

的欢喜哀愁。记录、见证、认识、评价、展望新的时代，需要

从个人主义、审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褊狭中走出，弘扬文学

的公共性、社会性和集体性，是新史诗书写的关键——这并

非说前者不重要，而是说前者应该以后者作为坚固的支

撑。史诗要求的不仅是美，更是力，

不仅讲究美学趣味，也要伸张教育认

知，不仅要有人文关注和人性讨论，

更要有思想辩难和精神提升。

新人：重申主体性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史诗是对特定“文学”的内涵与

外延的刷新，但既然是文学，它终究意味着不同于自然科学

或社会科学的技术理性与量化思维，而是以审美的方式突

出人文涵养和中和位育的情感与伦理层面，其核心点在于

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因为人才是时代与社会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扬弃古典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提出过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点，区别于神话原型人物、类

型箭垛人物和个性人物，典型人物强调通过鲜明、独特、丰

满的性格特征，深刻地体现某类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历史

的某些本质方面，渗透着作家积极审美理想的人物形象，它

既是多样性的，也是流动性的。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

与神在这里统一，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

辩证地看，典型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

特征，而这个总特征又是通过局部特征反映和形成的。典

型人物的艺术魅力体现为它的吸引力、新颖性、独创性，诚

挚可信，蕴藉多义，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一般而言，典型

人物主要是围绕现实主义再现性文学而产生的文学形象，

而在注重表现或象征的现代主义式作品中则似乎已经失

效，但其意义并没有过时。

在面对新时代的新现实、新语境和新征程中，对于“社

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把握与个别的具体社会环境的刻绘，

仍然是新史诗的基本要求。我们时代中坚的写作者们在语

言、修辞、结构、隐喻、象征等技术层面上已臻于娴熟，这其

中既有来自于古典文学的滋养，也有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

文学的浸润，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文学

交流互动的结果。但是作为语言的艺术，技术上的创造只

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和底线，如果要想使得作品形成美

学意义上的跃进，它显然还需要在对于世界的认知上有所

突破，也就是说它必须要体现出一种精神维度上的“思

想”。这种思想并非是图解观念的抽象显现，而是通过情节

组成或形式结构本身表述出来，在技法和形式中蕴含作家

个人的观察、体悟与见识，它体现在词语、句子、叙述节奏、

情节编撰等诸多方面，是创作者对于经验世界的赋形自

觉。从而形成新人的典型形象，在形象中透视出时代的内

涵与精神、未来的走向与趋势。

毋庸讳言，我们尚没有出现堪称“高峰”的经典性作品，

尤其体现在对于未来的想象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略有不

足，在有着“史诗”企图的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孱弱的

人物和缺乏主体性的灵魂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随波逐流，

缺少积极进取的刚健有为和对抗命运的雄强力量，人物往

往是趴着的，更遑论从中能照见社会的总体情势。这根源

于叙述者自身统摄能力薄弱、总体视野缺席和理想主义的

退隐。在“碎片化”的时代找到整全性的讲述方式，塑造出

新的形象，这才是从不可能中生发可能的文学的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之所以称之为“新文学”，正

是在于它强调理想性质，这种理想性质立足于当下，指向于未

来，而现在就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存在，它不仅要如实描摹当

下的多重现实，更要在现实的幽微之处，显现出理想的光

芒。所以，新人物形象可能产生于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蝇

营狗苟之中，却必然要超越于此；它也许身处幽暗人性勾心

斗角的环境之中，但一定要有批判的立场。就此而言，有待

加强的是作家的思想穿透力、精神涵盖力和想象未来的信

念，具体表现为找到我们时代赋形现实的方式，在总体性意

义上讲述生活与情感，塑造出我们时代立得住的人的形象。

“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并重，文学才会

在参差多样的生态里中和位育、繁荣并生。也即是说，在技

巧素养之外，只有拥有自觉的认知、真诚的情感、高尚的旨

趣、雅正的趣味、宽阔的胸襟和强健的精神，才有可能探明

社会的真谛，洞察复杂的心灵，描摹时代的精神，回首过往

的功过，展望更好的前景，进而创造出无愧于己、有益于人

的伟大作品。

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洞察现实与新时代史诗洞察现实与新时代史诗
□□刘大先刘大先

“第七届（2017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初评推荐

工作自2017年 12月 6日启动，于2017年 12月 31日结

束。在规定期限内，共收到20位初评评委推荐的论文60

篇。评奖办公室在收到推荐结果后进行了认真审核和筛

选，最终确定20篇优秀论文入围终评。现将入围篇目公

示如下（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

1.付祥喜：《从融合到分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

之关系考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2.朱羽：《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物”与“心”——

关于〈艳阳天〉的一种读法》，《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3.刘旭：《文学莫言与现实莫言》，《文学评论》2017年

第1期

4.李丹：《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现象——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为中心》，《文

学评论》2017年第3期

5.李娜：《试析1950-60年代台湾青年的“虚无”，重

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以陈映真、王尚义为线

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

6.李广益：《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

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7.杨辉：《贾平凹与“大文学史”》，《文艺争鸣》2017年

第6期

8.张欢：《“事实性”的利用与“真实性”的表达——解

读〈小团圆〉兼论张爱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9.张丽军：《论鲁迅对乡土中国文化转型的思想认知

及其形象谱系》，《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10.张洁宇：《论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及其启

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11.张晓琴：《“独药师”的文学之道——论张炜的意

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12.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

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13.孟庆澍：《“反成长”、罪的观念与个人主义——重

读〈骆驼祥子〉》，《文艺研究》2017年第3期

14.项静：《历史写作与一代人的心态镜像——评张悦

然的〈茧〉》，《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15.祝宇红：《“化俗”之超克——鲁迅〈起死〉的叙事

渊源与主旨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

12期

16.徐刚：《历史类型、现实模式与未来图景——当代

乡村叙事的三重维度》，《上海文学》2017年第10期

17.徐秀明：《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

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

7期

18.黄德海：《作为竞争的虚构与非虚构》，《东吴学术》

2017年第2期

19.韩琛：《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与反复》，《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20.薛祖清：《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情缘与“文艺复

兴”梦想建构——以译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为中心的

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本次公示日期为2018年1月5日-12日。其中若有

不符合评选条件或违反学术规范的作品，欢迎在公示期

内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办公室

反映。

联系人：宋嵩

联系电话：010-57311895

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办公室
2018年1月5日

附：第七届（2017 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参评

条件

（一）参评对象为国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

外45周岁（1972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的青年学者。

（二）本次推荐论文的范围是 2017年 1月 1日—12月

31日在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中国

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单篇论文。

（三）文章字数应不少于8000字。

关于“第七届（2017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入围篇目的公示


